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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5805658]摘 要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是目前研究杜诗和杜注的重要参考书目，内容丰富，但不乏待商榷之处。对于其中的疏漏，学界亦有不少研究。本文选择施鸿保的《读杜诗说》一书，重点关注他对仇注的辨析、纠误，并选取读者反应批评作为理论工具，探究他作为杜甫诗歌和历代注家的双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读者意识。我们可以看到，在填补文本空白时，施鸿保善于从诗歌字词意思和创作基本要求入手辨析和纠正前人注释的不妥之处，同时结合自己对杜甫的认识，能把诗人的生平、为人以及作诗的惯用模式作为解读的切入口之一。而这些填补的过程立足于杜诗接受史，在阅读仇注和历代注家注释时，他有意识地总结其注释特点，指出前人注疏的疏漏，并予以补充，使得他的解读成为杜诗接受史中重要的一环。辨析时，他又能够把自己投射在诗歌中，将自己的个性与诗歌的风格、诗人的个性联系在一起。因此生发出来的解读有着施鸿保独特的个性魅力，为之后的杜诗及仇注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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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5805659]A Study of Shi Hongbao's Du Du Shi Shuo
and Its Value of Du Fu's Poem Study

[bookmark: _Toc355805662]Abstract
Du Shi Xiang Zhu (explain Du fu poems in detail)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Du Fu’s poems study. Undoubtedly,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in its explanation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Du Fu’s poems clearly. Derived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Du Fu's poems, Shi Hongbao picked up mistakes Qiu Zhao'ao made in Du Shi Xiang Zhu and stated reasons as well as his own suggestion in his book Du Du Shi Shuo (states I made when I read Du Shi Xiang Zhu). This paper focuses on his perspectives in that book, selecting the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as the theoretical tool to explore how he understood Du Fu's poems and Qiu's opinions. We can realize that when explaining poems, Shi Hongbao tended to start in the basic meaning of words used in poems and well-known methods of poems writing. Meanwhile, with his understanding of Du Fu, his interpretation combined Du Fu's character and his usual way of writing poetry. And the process of these is based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former annotations, which makes Du Du Shi Shuo an important criticism for the former explanations. According to his study, we can figure out mistakes Qiu Zhao’ao might make and analyze the way Shi Hongbao explained his ideas. Created by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his understanding of Du Fu’s poems is unique, suggesting what a person Shi Hongbao is. The analysis of Du Du Shi Shuo can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Du Fu's poems and Du Shi Xiang Zhu.

Key words: Shi Hongbao  Du Du Shi Shuo  Reader-Response Theories  Du Fu’s poems






    《读杜诗说》一书是由施鸿保所著“专对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纠误的书”[footnoteRef:1]。作者施鸿保其人，能找到的生平资料较少，根据此书自序以及施鸿保另一本著作（《闽杂记》）中所附的《施可斋先生传》，可勉强窥见一二：施鸿保字可斋，浙江杭州人，生于1804年(清嘉庆九年)，卒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享年六十八。他年轻时，以秀才肄业于杭州各书院，曾经得到过林则徐等人的赏识，也曾经和沈祖懋、邵懿辰、冯培元等人结交。可惜仕途不顺，连应乡试十四次都没有中，此后无心科举，在江西、福建各地游历。在福建呆了将近二十七年，最后客死福州。施鸿保的著述很多，根据《施可斋先生传》：“有《春秋左传注疏五案》六十卷；其订正经史者，则有《炳烛纪闻》十六卷；解释杜诗者，则有《读杜随笔》八卷，多发古人未发之复。其他又有《闽杂记》二十六卷、《思悸录》一卷、《可斋诗文集》若干卷，俱未梓。”（《关于<读杜诗说>》，第4页）可见基本是施鸿保在读诗文过程中记录读诗体会所成的札记。此书的成书情况也类似。在阅读仇注杜诗时，施鸿保如遇不妥的地方，就随手批注在空白处，积少成多之后就“分卷数，录为二十四卷，藏之行箧”[footnoteRef:2]，后来遭“渗水霉烂”，但觉得此书也算是“费精耗神，积多时而始成”，不忍心丢弃，于是整理成这本《读杜诗说》。 [1:  施鸿保.读杜诗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关于<读杜诗说>》，第1页。本文所引《关于<读杜诗说>》内容皆出本版本，下文随文注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版本。]  [2:  施鸿保.读杜诗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1页。本文所引《读杜诗说》内容皆出本版本，下文随文注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根据自序，我们亦可以纵观施鸿保三读杜诗的过程。少时施鸿保“年十一，初学作诗”，此时得到钱笺杜诗，“觉其精深雄厚，异于他人之诗”。数年后，又“得读朱长孺杜诗补注，益知杜诗用事之博，且知自唐以来注杜诗者之多，然皆未能细读也”。后来，四十二岁的施鸿保“购得康熙时郑县仇沧柱先生杜诗详注二十四卷”。三十年来三读杜诗，施鸿保不断产生新的体会和见解，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愈发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施鸿保而言，他作为杜诗读者的身份远早于仇注读者的身份。因此在阅读《杜诗详注》时，他自觉地持以审视和批判的目光。初读时，施鸿保觉得“援引繁博，考证详晰，胜于前所见钱朱两家。”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和自身经历的丰富，才觉得“穿凿附会，冗赘处甚多。且分章画句，务仿朱子注诗经之例，裁配虽匀，而浑灏流转之气转致扞格；训释字句，又多笼统不晰语，诗意并为之晦。间附评论，亦未尽允，甚有若全未解者。”此书基本是以施鸿保纠正仇注中的误失为主，但同时施鸿保也在很多地方“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杜诗的理解，可以说这本书也是他自己三十年来阅读杜诗体会的梳理和总结。
张慧剑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指出施鸿保的纠误主要存在如下三个特点：其一在于“著者是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治杜的，他要求适如其分地注释杜诗，不赞成穿凿。”（《关于<读杜诗说>》，第1页）因此，在这本书中，“对仇书诸家注释所做的诘难……大都是由反对穿凿而起的。”其二，“他（施鸿保）不赞成用织巧的格律说来说杜”（《关于<读杜诗说>》，第2页），对于“注家因回护杜诗的某些误失而曲为之解的做法，他也不赞成。”其三，字词的训释方面，施鸿保“讲得具体，对诸家驳难时，同时也自立一解”，“有时并广引杜甫本人的诗句来解释杜诗……以此为据，自然较具体，也较显得有力。”难能可贵的是，施鸿保“对于自己所作的一些与旧注歧异的解释，也并不是完全自以为是，有多处释语加有‘疑’、‘疑即’、‘疑当作’一类的字面，说明著者对此还是采取了慎重将事的态度的。”（《关于<读杜诗说>》，第3页）总体来说，张慧剑给出了一个较高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在《读杜诗说》中基于自身的学识和对杜诗的理解，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值得后来的读者和学者借鉴。同时，《读杜诗说》和《杜诗详注》都可称为读者之书，反映出的都是杜诗的若干读者，尤其是施鸿保和仇兆鳌两位读者，对杜诗的理解和体悟。因此本文选择读者反应批评作为理论工具，关注施鸿保的阅读过程和读者意识，尝试讨论杜诗读者与杜诗本身、其他读者、作者杜甫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增进对于杜甫诗歌的理解，体会杜诗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bookmark: _Toc355805663]一、从字词到诗法
施鸿保在《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一诗的评注中提到“此诗，惟起处稍似公诗本色，然‘乱后故人双别泪’句，已觉俚晦，至酒酣懒舞以下，尤为粗率”（《读杜诗说》卷六，第55页），是他鉴赏能力和审美趣味的体现；“贾生、苏武、祢衡、方朔，句首叠用四古人，公古诗或有之，律诗必无是也”，是他对于杜甫诗歌创作习惯的了解；“末云：‘案头干死读书萤。’注谓出语不韵，则亦有不满意矣……此诗必非公作，朱瀚历辨集中伪诗，独不及此，岂误为非律耶？”则是他对诗歌创作基本规律的认识。如此例一般，施鸿保常在阅读仇注杜诗时从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如字意、韵律、对法等切入去补充和纠正仇注的部分纰漏。下面我们分别来看。
就诗歌语言来说，正确认识诗中字词的意思是读者们理解整首诗意的基础。注家们在字词的释义上下了不少功夫，以求解释得准确到位，但难免百密一疏。施鸿保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这些纰漏，并在批注中与历代注家商榷，辨析重点字词的意思。如《晨雨》中有“暂起柴荆色”[footnoteRef:3]一句，仇注解释“柴荆”一词为“小木”，但施鸿保认为柴荆是指“山野人家门扉，或束以柴，或编以荆，故曰柴门，亦曰荆扉”（《读杜诗说》卷十八，第183页），并举出杜甫其他诗作中有“柴荆”一词的句子为佐证，如《羌村三首》其三“始闻叩柴荆”（《杜诗详注》卷五，第478页）句，《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环堵但柴荆”（《杜诗详注》卷二十三，第2488页）句，《入衡州》的“柴荆寄乐土”（《杜诗详注》卷二十三，第2508页）句，《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柴荆莫浪开”（《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90页）句等共六处诗句。据此，“暂起柴荆色”这句就是形容雨水打湿门扉的景象。 [3: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5月，卷十八，第1976页.本文所引仇注内容都是引自该版本，下文随文注出卷次、页码，不再一一说明版本。] 

可见，施鸿保解释诗句中字词意思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诗歌，而是善于在字词释义的过程中联系之前的阅读体会和经验，尤其是能调动对杜甫诗歌的积累和认识，联想到诗人其他诗作中出现该词的句子来佐证，使辨析更具说服力。类似的例子又如《送路六侍御入朝》的末句“剑南春色还无赖”（《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190页）中“无赖”一词，仇兆鳌解释为春色狼藉，但与“触迕”字意不合。施鸿保觉得“无赖”应该解释为“江淮间小儿多诈狡狯者”（《读杜诗说》卷十二，第108页）。而且杜甫在他的诗作中经常用这个词，像《奉陪郑驸马韦曲》中的“韦曲花无赖”（《杜诗详注》卷三，第205页），《绝句漫兴九首》其一的“无赖春色到江亭”（《杜诗详注》卷九，第955页），都应该是狡猾的意思。这样解释，诗句中诗人对春色故作责怪的意味才能为读者所知。
由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之所以能在书中大胆批评仇注的不足，本质是源于他作为杜诗和仇注的读者，对自身知识储备和阅读理解能力的自信。他有时甚至会受注释启发“借题发挥”，从注释中找出字词，解释其含义。如《秋兴》第一首“孤舟一系故园心”（《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791页）句，仇注引朱说：“公至夔已经二载，时系舟以俟出峡。”（《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792页）施鸿保从注释之中，单拎“系舟”一词，引用《洞房》“系舟今夜远”（《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63页），《遣怀》“系舟卧荆巫”（《杜诗详注》卷十六，第1750页）等七首诗句，认为“系舟”是停舟的意思。施鸿保的批注常见此类梳理，可以帮助后来读者深入、系统地了解杜诗中个别字词的意思，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去比较、分析不同诗句中同一字词的使用情况，也为后来杜诗研究提供了便利。
这种梳理的价值还更明显地体现在对于多义词的整理和分析中。汉语字词大多并不仅仅只有一个意思，需要根据使用的语境准确地选择和判断。批注时，施鸿保亦会有意地梳理部分常见多义字词，以杜诗或他诗为例简要分类释意，以方便自己和其他读者。如《秋笛》一首中，施鸿保总结了“他日”一词的三个解释，一个“如此诗：‘他日伤心极’，承闻房相公灵榇归葬诗：‘他日嘉陵泪’，老病诗：‘药残他日裹’，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别苏徯诗：‘他日怜才命’，郑典设归诗：‘他日辱银钩’，送卢十四弟诗：‘他日扫除非’，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诗：‘他日更仆语不浅’，同豆卢峰贻李员外贤子棐诗：‘梦兰他日应’，八哀郑虔诗：‘他日访江楼’，佐还山诗：‘老人他日爱’”（《读杜诗说》卷八，第69页）是“往日”的意思。又可以解释为“异日”，像“十二月一日诗：‘他日一杯难强进’，夔府咏怀诗：‘他日辞神女’，暮春题瀼西草堂诗：‘他日委泥沙’是也。”此外，还有“别一日”的意思，“若别李秘书始兴寺居诗：‘他日杖藜来细听’。”而在这之后，施鸿保又展开去：“盖皆有本：‘吾他日未尝学问’，则犹言往日也；左传：‘他日请念’，则犹言异日也：论语：‘他日又独立’，则犹言别一日也。”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不仅列举了杜诗中有“他日”一词的诗句，还在其后引了《左传》、《论语》的内容分别作为补充例子，可以说是对古诗文中的“他日”一词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解释。
又比如“高斋”是杜诗中常出现的词，施鸿保按照“高斋”意思分了三类。一类是“就他人言者，如此诗（《白水崔少府高斋》）及移居瀼西诗：‘道北冯都使，高斋见一川’，云诗：‘高斋非一处，秀气豁烦衿’”（《读杜诗说》卷四，第35页）；第二类是“就自己言者，如愁坐诗：‘高斋常见野’，暮春题瀼西草堂诗：‘高斋依药饵’”。这两类都不是“实有斋名高也”，只是泛指。唯独《宿江边阁》一诗中的“高斋”似乎是指特定的一处。仇注中引了《襄沔记》的内容，并且引了《杜臆》中对“高斋”一词的考察，认为此地应确有实地而不是泛言。但施鸿保对于这个观点虽未明说，但也是抱有怀疑态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此则似实有其处者”的“似”中，看出施鸿保在表达观点时的小心谨慎；另一方面，他在这之后引用他人的诗句，“高斋见魏收诗外，文选谢脁亦有郡内高斋闲坐诗，张九龄有高斋闲望言怀诗”。这些诗句中的“高斋”都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实物，仅为泛指。这似乎也能为我们提供些许窥见其倾向的线索。
实词之外，施鸿保还考察了杜诗中的个别代词，如“尔”“汝”字等字在不同诗句中所指代的意思。《废畦》有“天风吹汝寒”（《读杜诗说》卷八，第68页）这样的句子，纵观杜甫诗集，很多草木蔬菜都可以用“汝”或者“尔”来代称：“凉风萧萧吹汝急”中用“汝”代决明；“无情移得汝”是指栀子，“野苋迷汝来”是说莴苣。也有用“尔”来代指的：“配尔亦茫茫”是说四松等。同时，施鸿保在这一基础上有所补充，提出鸟兽虫鱼也可以用这类词来代替。如“吾与汝曹俱眼明”是指鸬鹚，“稻粱霑汝在”是说花鸭，“沧江白发愁看汝”指萤火虫。此外，连酒与山都可以用“汝”与“尔”来代，如：“浊醪谁造汝”、“长年三老遥怜汝”、“尔独近高天”等。因此，这句诗“天风吹汝寒”句，仇注引用毛诗中有“风其吹汝”（《杜诗详注》卷八，第744页）句，因为毛诗中“汝”是指蘀，而认为蔬菜可以用“汝”来代称的这一说法，未免就显得太过拘泥了。
同时，字词的意思虽然固定，但情感色彩会因为语境而有变化。施鸿保也在批注中选取部分字词梳理、讨论。如《伤春五首》的第三首中有“焉得变危机”（《杜诗详注》卷十三，第1309页）句，施鸿保认为有“焉得”一词两种解释，“一是属望之词，一是决绝之词”（《读杜诗说》卷十三，第123页）。前者如《江上值水》中的“焉得思如陶谢手”（《杜诗详注》卷十，第981页），《悲青坂》的“焉得附书与我军”（《杜诗详注》卷四，第386页）等，表示期盼；后者是“不可得”的意思，如《赠苏四徯》中的“焉得豁心胸”（《杜诗详注》卷十八，第1870页），此《伤春五首》中的“焉得变危机”，施鸿保认为都属于“决绝之词”。“焉得”一词字面解释就是哪里得，怎么得的意思，但它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指向，诗人在不同的诗作中所传达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施鸿保观察到这一点后，有意识地总结了它们在杜诗中出现的情况，方便后人在解读时更准确地理解其情感指向。
在《读杜诗说》对仇注的纠误中，字词意思的辨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上述例子仅是冰山一角，但也可以看出施鸿保对字词意义的重视。他擅长立足于最基本的字词意思，再结合自身的阅读经验，层层剖析，体会解读诗歌的深意。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阅读的过程中，哪怕仅仅是解释基本字词的含义，诗歌亦给予读者以极大“自由”发挥的空间。正如沃尔夫冈·伊塞尔所提出的：“文学文本不指称外在现实（像一种‘文献’那样），而是再现一种模式，一种引导读者想象的指示结构。但这种指示结构是未完成的，布满了要由读者来填补的‘断裂’、‘空白’和‘不确定性’。”[footnoteRef:4]文学文本采用了一种“描绘性语言”[footnoteRef:5]，这其中包含许多意义未定性与意义空白。而这种意义未定性与空白是文学产生效果的基本条件。 [4:  伊丽莎白·弗洛恩德.读者反应理论批评[M].台北：骆驼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第139页.]  [5:  龙协涛.读者反应理论[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月，第101页.] 

换句话说，诗歌乃至所有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并不是作品中固有的，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们的内容也许一成不变，但随着时间流逝，一代又一代读者不断阅读，它们的意义也不断地在丰富和变化着。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内容被读者具体化，而读者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就在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不具体和不确定的空白。空白在诗歌这一艺术形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诗歌篇幅较小，言简意深，优秀的诗歌创作更是耐人寻味，这是诗歌独具艺术魅力的地方。而发现和解读诗人隐而不发的内容，探索五个字、七个字的背后潜藏的深意，这些乐趣吸引着读者不断拿起诗卷并乐此不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些不具体和不确定的空白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填补它们，去寻找作品的意义，积极参与到作品意义产生和呈现的过程中来。
由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在解释字词意思的过程中，关注字词的基本内涵，以杜诗为例梳理多义词的意思，同时兼顾部分代词指代内容的总结以及字词情感色彩的考察，可以说是从字词释义的方方面面去辨析和纠正仇注中存在的纰漏。
而对于字词意义的探索，仅仅是施鸿保去填补诗歌空白的第一步，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同样也给了他很多阅读的线索。三十年来三读杜诗，施鸿保对诗歌，尤其是杜甫诗歌的创作情况有着非常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这使得他能从诗歌创作基本方面，如韵律、对法等，审视历代注家们疏漏之处，从而填补出杜诗中的不确定之处。
这类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有根据句子的平仄来梳理诗意的，如《送路六侍御入朝》中有“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190页）一句。仇兆鳌释“不分”为“不能分辨”意，并引用他人诗句佐证：“徐摛诗：‘不分秋风吹’，张正见诗：‘不分梅花落。’”但施鸿保对此有异议。他首先根据平仄规律，指出“分”在这里应该是去声，而“分辨”的分则是平声，仇兆鳌的解释应该有误。至于词意，“不分，犹不安分，乃憎怪之词，与下生憎字意合”（《读杜诗说》卷十二，第108页）。也有根据韵律来辨析异文的，如《寒雨朝行视园树》中“篱中秀色画屏舒”（《读杜诗说》卷二十，第2153页）一句，仇注提及“舒”字又可作“纡”。施鸿保由韵反推择字：“舒在鱼韵，纡在虞韵，诗既通用虞韵，不应此字独入鱼韵。公古诗不拘韵，律诗用韵极严，此是七言长律，作纡为是。”（《读杜诗说》卷二十，第198页）可见不仅是诗句平仄本身，也关涉到杜甫诗歌创作的整体情况。
考察单字的平仄之外，施鸿保还尝试总结杜甫诗作中拗句的平仄规律。《题张氏隐居》一诗中有“涧道余寒历冰雪”（《杜诗详注》卷一，第10页）一句，施鸿保推断这句话是拗句，认为“第五字本应用平，因第六字冰是平，故改用历字仄声”（《读杜诗说》卷一，第4页），同时指出：“公诗七律拗句，凡第六字应仄而用平者，其第五字必用仄。”（《读杜诗说》卷一，第3页）并举《咏怀古迹五首》的“伯仲之间见伊吕”（《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19页）、“千载琵琶作胡语”（《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14页）、“庾信生平最萧瑟”（《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11页），《秋兴八首》的“西望瑶池降王母”（《杜诗详注》卷十六，第1799页），《诸将》的“多少材官守泾渭”（《杜诗详注》卷十六，第1647页）、“殊锡曾为大司马”（《杜诗详注》卷十六，第1653页）等九处诗句为证，简单说明杜甫作七律拗句的习惯。再如五律拗句，施鸿保认为“公诗五律多间拗句，拗在上句，则第三字必仄；拗在下句，则第三字必平”（《读杜诗说》卷一，第5页）。《临邑舍弟书来》中“上句第三字本应平，拗故用满字，仄也；下句第三字本应仄，拗故用乘字，平也”（《读杜诗说》卷一，第5页）正可作证。
尽管施鸿保重视诗歌创作的韵律要求，但韵律不是他唯一的原则，限制他纠误和辨析的思路。更多的时候，他会联系上下文，结合诗句意义等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如《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番》中“南征问悬榻，东逝想乘桴”（《杜诗详注》卷二十二，第2327页）句中的“悬”存在异文。仇注认为“悬当作解”。施鸿保一方面推测他的甄选方法，认为仇兆鳌的方法是“改字就律，犹然犀为爨犀，灰然为灰着也”（《读杜诗说》卷二十二，第215页）。另一方面，他认为此处反而应该不合律，“此诗似当作悬，上着问字，是言将来江陵，问曾悬榻以待否也，若改作解，则问字无着”，于诗旨说不通。
韵律之外，施鸿保还分析了杜诗的惯用对法。句的对法，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中，施鸿保梳理了杜诗的五言排律：“自六韵至一百韵，共二百十四首；惟三十一首非对起，其余有似不对而实对者。如敬赠郑谏议、承沈八丈除膳部员外郎、寄张十二山人、伤春第四首、上白帝城第二首、陪诸公上白帝城、哭王彭州、览柏中丞除官制词、送王信州北归、秋日荆南述怀、千秋节有感第一首、再送刘十判官，赠萧十二使君，共十三首，首句皆不用韵。”（《读杜诗说》卷八，第72页）又总结了杜诗七律对起用韵的规律：“公诗七律，首句无韵者，多对起，如五夜漏声是也，亦有无韵而散起者，如使君高义是也，若首句用韵，则多散起，如丞相祠堂是也，亦有用韵而对起者，如勋业终归是也。”（《读杜诗说》卷十三，第123页）以《奉待严大夫》一诗为例，此诗“亦是对起用韵，惟一气折下，骤读多不觉耳。将赴成都草堂，常苦沙崩二句，宿府，清秋幕府二句，咏怀古跡，诸葛大名二句，皆同。”（《读杜诗说》卷十三，第123页）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不仅是简单地概括规律，他的总结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凭借自身阅读积累，将具体的诗作作为例子，有理有据地分析。
词的对法多见于对杜诗中异文的甄别和辨析。如《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31页）仇注中引了钱笺：“韩子苍作白白”（《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32页），吴曾的《漫录》：“作日日，据传言每旦，当以日日为是。”又引杨慎的说法：“青青自好，白白近俗，有似童谣‘白白一群鹅’之句矣。”仇兆鳌认为“日日对青青，乃借对法，前诗双峰寂寂对万竹青青，亦不拘于青白作配也”。而施鸿保在仇兆鳌所引多家注疏的基础之上，根据杜甫自己对句的方式，选择“日日”，指出“日日青青，原可作对，亦不必拘汉纪每旦字”（《读杜诗说》卷十二，第114页）。再如《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中，针对“久拚野鹤如双鬓”（《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2275页）一句，仇兆鳌注出“罗大经作双，诸本皆作霜”。施鸿保同意仇兆鳌的说法，补充认为“鹤色白，以比发，故曰如双鬓，作霜则复矣”（《读杜诗说》卷二十一，第211页）。这从作对时应当避免意义重复这一原则出发考虑。不仅如此，针对《雨过苏端》中“鸡鸣风雨交，久旱雨亦好”（《杜诗详注》卷四，第414页）一句，仇注中认为下句用雨字，“对后章晴亦佳，当作雨。吴氏作云，恐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施鸿保又补充认为上下两句的“两雨字异读，上则风雨之雨，上声，下即雨雪、雨木冰之雨，去声，上实字下虚字也。不当从别本改上雨字作云，且鸡鸣风雨，亦似用郑风思君子意，则尤不当改”（《读杜诗说》卷四，第41页）。这不仅是在对法上有所慎重，同时也回到理解字词基本意思的层面上，对诗歌的解读更为脚踏实地。
我们可以看到，在阅读和批注《杜诗详注》的过程中，施鸿保善于从字词意义和诗歌创作规律的角度出发，前者涉及到字词的基本内涵，多义词在不同诗句中的意思，代词指代内容的分析和字词情感色彩的考察，后者关注杜甫作拗句的规律和诗歌中词和句的对法。这几个方面互相作用，共同构成施鸿保填补诗歌空白的出发点，帮助他体会杜诗的诗歌内涵。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填补的方式和过程，无一不是建立他对历代注家注释的理解和思考之上。如果没有历代以来诗歌笺注的传统，前仆后继的注家们付出的心血，施鸿保在阅读的时候不会这么顺畅地疏通大多数诗歌的意思，自然也顾不上去辨析和总结。而在他纠误的过程中，某种意义上，他也成为了那些注家之中的一个。因为注家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帮助读者能更准确、迅速地填补出诗歌的空白，并使得杜甫诗歌的意义得到阐释。施鸿保积极自觉、不断思考的填补过程，扫除后来的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面对的部分障碍，也成为他们在阅读诗歌以及诗歌笺注时的范例。
[bookmark: _Toc355805664]二、从杜甫到杜诗
关注诗歌的字词意义与创作规律还仅是读者们阅读诗歌的第一步。如何进一步具体化诗歌，从而解释诗歌的深刻内涵，是阅读过程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一个读者怎么认识作者——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诗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了这首诗——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读者如何理解面前的这首诗和这个诗人写下的每一首诗的重要条件。在对仇注纠误的过程中，施鸿保不仅能够从字词意义和诗歌创作规律入手，还善于从作者的角度切入去阐释诗歌，向我们呈现他填补诗歌空白的另一个方式。
读者对作者的认识毋庸置疑地会影响他们对诗歌艺术魅力的体会。《莫相疑行》一诗下，胡夏客觉得杜甫“往时文采动人主”（《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467页）二句话“品地有失”（《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468页），“凡诗，必说忧君忧国，太迂；但言愁饥愁寒，太卑。”一贯推重杜甫的仇兆鳌反驳了这个指责杜甫“太迂”、“太卑”的说法，认为杜甫对国君和国家的担忧“根于至性”，而对饥寒的忧愁“出于至情”，如果特意避开这深切的忧虑，仅仅“泛言景物”，反而就不是杜甫和他的诗歌“本来面目”了。施鸿保承着仇兆鳌的说法，指出“凡人当饥寒交迫时，即欲故为高旷语，亦有所不能，夷、齐首阳之歌，太史公且以为怨矣”（《读杜诗说》卷十四，第135页），批评胡夏客是没经历过饥寒交迫的窘境，冒然诋毁杜甫。
可以说，读者们愈了解作者生平经历和性格为人，愈善于总结诗人作诗的习惯和方式，就愈能更全面地体会诗歌的含义。施鸿保在阅读时就有意识地从诗人生平、为人和作诗习惯等方面出发解释杜诗，我们逐一来看。
《鸂鶒》一诗意味深远，施鸿保尝试结合作者生平去解释。他认为“看云犹怅望”（《杜诗详注》卷十，第1064页）句，与《北征》“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杜诗详注》卷五，第481页）句遥想呼应；“失水任呼号”好比《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的“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57页）；“六翮曾经剪”仿佛在指他疏救房琯，却获罪被斥的遭遇；“‘孤飞卒来高’，则犹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而仍未仕于朝也”（《读杜诗说》卷十，第97页）；而结尾则正好暗指久居蜀地的境况。施鸿保自觉“在公固无心自喻”，杜甫写此诗时未必真有这种想法，但“后人读而引伸者，不俨然自写一生乎！”至于开头两句“故使笼宽织，须知动损毛”（《杜诗详注》卷十，第1064页），施鸿保更是评述道：“似于公无谓，不知于今观之，则天使之终老不遇，正宽闲其身，得以振风骚于百代，而不以簪裾缨绂拘束之，致损涵天负地之才也。”（《读杜诗说》卷十，第97页）这句话看似无诗人自喻意，但联系杜甫平生遭遇，施鸿保认为他的潦倒不幸倒是诗坛和读者之幸。杜甫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挫折和不遇，不一定能写出这么多优秀的沉郁之作，反而可能被一官半职约束，辜负了天赋诗才。
调动自己对诗人生平经历的了解以填补诗歌潜在的空白，从而丰富其内涵，可以说是施鸿保阅读杜诗时常用的方法。再如《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一诗，诗人的飘零之感是诗歌显而易见之意。施鸿保在阅读时结合杜甫在这一阶段不断漂泊的生活状态，联想到杜甫之前在同谷时，采橡栗，掘黄精，极为穷困潦倒；后来到成都，“既得裴冕为之卜居，又得严武表请授官入幕”（《读杜诗说》卷二十一，第208页），有所好转；到梓州、阆州时有“费心姑息只一役”，条件又不如之前在成都时；这之后去夔州，复得友人资助，生活水平又相对好起来。可见这一路颠沛流离，诗人的生活条件极不稳定，时好时坏，很难不生未雨绸缪之思。而从诗歌的内容来看，施鸿保认为杜甫“善于治生：在成都时，乞桤木，乞桃栽，虽为草堂之玩，或以资为生计；不然，亦何必多至一百根耶？若在夔州，则东渚督稻，东屯收谷，课伐木，树鸡栅，修水筒，植甘林，皆亲经理……故不数年并有此果园四十亩也。”这四十亩果园经诗人细心照料，价值尚可，理应变卖以备不时之需。但诗人此番离开时“慨然舍之而不顾”，并没有为之后可能出现的困苦窘境作打算，“此与范大夫三致千金辄舍去者何异。其豪侠之概，固非龌龊吝嗇比矣。”
而在施鸿保眼里，杜甫为人的气概当然不仅仅“豪侠”一个方面。如《紫宸殿退朝口号》一诗下，仇兆鳌引黄生说法：“此诗首尾并具典故，疑借此二事托讽也。”（《杜诗详注》卷六，第532页）施鸿保则按杜甫的为人断定这种说法绝非诗人本意，评价杜甫“一生忠爱”（《读杜诗说》卷六，第49页），“北征诗且以贵妃赐死，归美玄宗，比之周宣、光武；今方荷恩昼接，岂反为讥讽之词。”况且诗中提到的情况本就不应借诗歌去讥讽，不然未免显得“内小人而外君子”。更将杜甫和司马迁相提并论，《别房太尉墓》一诗的批注中，施鸿保根据《旧唐书》和杜甫年谱推测此诗是“似公往阆州，尚因琯之卒而亲诣祭耳”（《读杜诗说》卷十三，第125页）。而杜甫本身和房琯并非素交，杜甫之前疏救房琯“亦非别有私意，正如太史公之于李陵，未尝有杯酒之欢，一旦因之获罪而不悔，观报任安书，犹竭力为之推原，公亦因琯获谴，而始终不渝。”司马迁和杜甫两人为人之间的相似使施鸿保不由得感叹：“读此诗，乃知后人以文称史迁，以诗称少陵，犹未窥其大本大原之所在矣。”
不同诗人独有的生平经历和为人性格使诗歌风格迥异，极具个性，从而区别于其他诗人的作品。但不可避免的，同一诗人在创作时会使用相近的创作手法，以至诗歌形成一定的固定模式。这往往可以提供读者阅读的思路和解释的灵感，使得填补诗歌空白的过程更具针对性。比如《鸡》诗有“气交亭育际，巫峡漏司南”（《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54页）一句，仇注同意黄生的观点，认为结尾“直指晓漏开说，更有蕴藉”（《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55页）。但施鸿保并不赞同黄生的说法。他认为“诗末开说”（《读杜诗说》卷十七，第170页）是杜甫诗歌创作比较喜欢的结尾方式，但“必与题仍有关会”。比如《孤雁》“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49页）用“亦”字“合到题”。黄生的解读引申过度，使得结尾和诗题完全没有关联，不太妥当。
事实上，光是杜甫取题的惯用方法就给了施鸿保很多启发。简单的如《垂白》，“公诗多以首二字为题也。”（《读杜诗说》卷十七，第161页）；相对复杂的，如《李监宅》这一题目存在异文：“一本作李盐铁”（《杜诗详注》卷一，第38页）。又因第二首中有“盐车虽绊骥，名是汉庭来”（《杜诗详注》卷一，第40页）一句，仇注考汉代有盐铁使，因此是“汉庭来”，以“切李盐铁”，可见仇注似倾向于“李盐铁”这一说法。施鸿保对此并不赞同，指出：“公诗题从无但举人官者，即是李盐铁，或上有赠寄等字，或下有宴集等字，不当但题其官。”（《读杜诗说》卷一，第6页）进而推测：“此必监字与盐形近，宅又与铁音近而误，注未审定，故说自矛盾。”
施鸿保之所以能直接说仇注矛盾，是因为他了解杜甫在诗题中称人的规律，并且常用这些规律来帮助辨析。如《客至》一诗下杜甫自注：“喜崔明府相过”（《杜诗详注》卷九，第960页）。邵长蘅经考据，指出：“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施鸿保纵览杜诗，认为杜甫诗中崔姓的人很多，“然皆著称谓”（《读杜诗说》卷九，第88页）。唯独《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一首，题目中虽没有称谓，但诗人在题下自注说明是“内弟”（《杜诗详注》卷十八，第1931页）。而这首诗注的却是崔明府，“尚疑非母族人”，因此杜甫才会用“客”来做题。诗歌中又有“蓬门今始为君开” （《杜诗详注》卷九，第960页）的句子，施鸿保推测应该是诗人刚结交的朋友。
施鸿保还总结了杜诗题中有“称郎者”（《读杜诗说》卷二十，第195页）的部分诗歌，发现“皆著行数，如移居公安赠卫大郎钧、赠苏四郎徯、赠郑十七郎、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与严二郎奉礼别，皆是”。因此像《简吴郎司法》一诗，仇注引顾宸的说法：“吴必公之姻婭，故称为郎，亲之也。”（《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31页）施鸿保补充认为这首诗直接说“吴郎”却没有写行数，似有可疑之处。再者，根据顾宸的说法和尔雅的解释，施鸿保推测“吴郎若公子妻父，或公婿父，似不当称郎；若公妻姊妹婿，则亦不当称郎，且年又不相合，吴郎疑即公之婿也。”（《读杜诗说》卷二十，第196页）但施鸿保并不止于对诗题的分析，他进而在诗歌内容中搜寻信息以阐明观点。此诗有“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头，古堂本买藉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31页）句，吴郎似乎是从忠州携家带口而来。其他诗作中也有“吴郎”的踪影，比如在《晚晴吴郎见过北舍》的注解中，黄生指出：“吴取捷径而来，叩其后扉，故诗言扫径。”（《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34页）施鸿保认为因吴郎是女婿，才能直接从后门进出。又如《又呈吴郎》，似乎对于女婿不应该用“呈”，施鸿保猜测可能是“诗成令人送去，呈字就送去人称”（《读杜诗说》卷二十，第196页）。这首诗是叮嘱吴郎不要拦来扑枣的邻居妇人，“即防二句，亦颇似岳翁语”。可见吴郎是杜甫的女婿，应该是可信的。
不仅如此，施鸿保认为《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所言“王郎”（《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2238页），似乎也可以为是杜甫女婿。司直是官名，应称王司直，不应该称他为郎。杜甫恰有两个女儿，有两个女婿亦是合理。这些例子可以充分体现出施鸿保阅读杜诗时视野的开阔和思维的活跃。诗人自己未明说吴郎、王郎与自己的关系，而施鸿保能在一番推测之后得出这个结论，可见在填补诗歌空白时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
基于自己对杜甫称人方式的了解，施鸿保甚至有自信从诗题入手判断这首诗是不是伪作。《寄高适》一诗，历代注家多认为这是伪作。施鸿保从诗题入手去考量，发现杜甫诗歌中“与高适唱和赠寄，凡十首，其题如：寄高三十五书记、寄高詹事、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酬高使君相赠、因崔侍御寄高彭州、简高使君、王侍御抡携酒草堂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李司马桥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寄高常侍、闻高常侍亡、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5页），都在题目中指出高适当时所任的官职，唯独这首诗直言高适。杜甫诗题称郑司户、苏少监等人，已经非常亲近了，“尚不题名”，何况高适当时“方代严武尹蜀，位己尊矣”，更不应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倒不是说杜甫从不直呼其名，后面《警急》诗下，杜甫自注：“高公适领四川节度”（《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61页），这里就是直接称名。但这是题下自注的，和直接在题中称名又不能相提并论。如此看来似乎此诗应该不是杜甫所做，但施鸿保仍未直接说这首是伪作。品读全诗之后，他觉得“颇似公作，不能定其为伪”（《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5页），指出“诗或公作，惟不必是寄适”（《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6页），可能员氏收录时有传写错误，历代注家“诸说纷纭，皆非是也”。可见施鸿保作为读者并非一味由着自己的想像力，也有他自己谨慎小心的地方。
取题的惯用方法之外，不同诗题之间的相互照应也在施鸿保辨析和纠误时提供了很多提示。如杜甫诗中有“两题杜鹃行，一题杜鹃”（《读杜诗说》卷十四，第140页），诗中都有用到望帝的事典。现在看来，杜鹃与子规应该是同一种鸟，而《子规》诗中却始终没有涉及望帝。可见杜甫笔下的子规和杜鹃似乎是两种不同的鸟类。在此基础上，施鸿保又举《客居》为例子，该诗中也只是说子规声音“惨切”，也没有用望帝。是以佐证。虽然乍一看有些牵强，但也为诗歌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再比如，《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两首诗的题目说明是十一舅要去青城赴任。但在这两首之前，有一首《阆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可见二十四舅也要去青城赴任。对此，施鸿保有些许困惑，“此时两次设饯，何以独饯十一，后诗或尚可解作兄弟皆在，若此惜别之作，则明只十一，诗中何又不及二十四舅一语，岂二十四舅先已赴任耶？然与诗语亦皆未合。”（《读杜诗说》卷十二，第117页）因此他怀疑是不是诗题有错，前面的“二十四”似乎也应该是“十一”。
当然，从诗题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不是施鸿保独创，仇注中也有类似例子。如《又雪》题中有“又”，但前面却没有写落雪的诗，仇兆鳌怀疑可能是有诗歌遗漏，没有被收进去。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仇注的读者，施鸿保的阅读体会建立在历代注家阅读经验的积累之上，却没有注家的笺注压力，不需要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过于谨慎小心。他表现出了一个读者在具体化作品时应有的强大想像力，不仅关注此诗呈现的内容，还结合诗人创作的写作方式，更能联想到其他诗歌中与之相关的内容。而在基于诗题、诗意与他诗的个性化填补之后，施鸿保能更为深入地体会诗歌的意思。如《佳人》一首，施鸿保评价道：“今按容斋随笔，言朱庆余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一首，通篇不言其人之美，而端庄佳丽，见于言外，非第一人不足当之。此诗题曰佳人，通篇亦不言其人之美，至结二句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端庄佳丽，亦非第一人不足当之，觉子建洛神赋，犹词费也。”（《读杜诗说》卷七，第63页）在填补了阻碍读者们更进一层的空白之后，施鸿保能更接近杜甫想要营造的诗歌意境，从而体会诗人的审美趣味。
取题的惯有方式只是诗人诗歌创作固有模式的一种。此外，引发诗人诗兴的情景、诗人描写的内容和主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越来越多地重复，因此诗人会写出一系列类似的诗歌作品，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固有模式。而单独的诗歌能表达的意思是有限的，解读起来也更费时间。但如果将它放置在一类诗歌中，寻求彼此之间的共性，体会各自的特性，能为读者的阅读节省不少没必要的曲折思虑。
因此历代注家和后来的读者们有意识地搜集类似的诗歌，并概括同一类别诗歌的特点，以期能据此更迅速准确地解读杜诗。施鸿保也在批注的过程中有所尝试。如《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中，杜甫用“雕鶚”比高适。施鸿保认为杜甫的“赠人诗” （《读杜诗说》卷二十三，第227页）中，用“雕鶚”来比喻的人很多，举杜诗中“如奉赠鲜于京兆云：‘雕鶚离风尘’，奉送郭中丞云：‘雕鶚乘时去’，奉赠严八阁老云：‘雕鶚在秋天’”等三处诗句，说明杜甫惯用雕鶚来比喻“人之英杰者”。仇兆鳌在书中引《杜臆》，猜测这一比喻是因为“适好直言”（《杜诗详注》卷二十三，第2470页），恐怕不太稳妥。再如《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中有“热云初集黑，缺月未生天；白团为我破，华烛蟠长烟”（《杜诗详注》卷二十二，第2412页）的句子，其中的“白团”词意不明，仇注引何逊“逶迤摇白团”一句，训为“扇”，而施鸿保认为“白团”是指月亮，“白团”破的意思是指满月逐渐缺失。同时，他在其后提出“公老来诗，多有此等晦拙句，若以白团为扇，则更不可解”（《读杜诗说》卷二十二，第221页）这样的说法。可见，作为读者的施鸿保能敏锐地感受到诗人的诗歌创作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断地调整自身对于作者的期待，尝试着站在作者创作诗歌的角度分析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老来诗”并不是惯用的诗歌分类方式，不过是施鸿保在批注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自己阐明观点，而将杜甫晚年创作的诗歌称为“老来诗”。除去此例，施鸿保还有其他自拟诗类。如《曲江三章章五句》的第二首中有“弟侄何伤泪如雨”（《杜诗详注》卷二，第172页）这样的句子，施鸿保在批注中分析杜甫颖、丰、占、观四个弟弟，探寻“弟侄”究竟为何人。为方便说理，他自拟了“侄见诗”（《读杜诗说》卷二，第13页）这一类别，指出：“公侄见诗者，如示侄佐还山，宴忠州使君侄宅等，似皆非亲侄。” 
但另一方面，施鸿保并不会完全照着作者的惯有模式去解读每一首诗，仍然会结合具体的诗意来判断，谨慎对待诗人的每一次创作。如《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一诗，仇注释“休坐幄”（《杜诗详注》卷二十三，第2463页）为杜甫不任严武参谋一事，称“从自叙说起”。而施鸿保虽在他的补充中总结了杜甫“送人诗”（《读杜诗说》卷二十三，第227页）的模式，即“从自叙起，如送覃二判官诸篇皆然”，但认为唯独这首诗“当是宾主对起”，“参卿、南客，皆谓长孙，或长孙本在衡、潭诸州幕府参谋，舍人其兼官也，今罢去归州，归州亦在潇湘外，故云南客”；且若真皆为自叙，四句句意重复，下文意思又接不上，可见并不一定是“从自叙起”。又如《回棹》诗后的注释中，仇兆鳌指出“杜诗凡纪行之作，其次第皆历然分明，不当应以欲行未果之事载之诗集”（《杜诗详注》卷二十三，第2525页）。施鸿保同意仇兆鳌对杜甫纪行诗的看法，但不赞同“公诗无欲行未果之事”（《读杜诗说》卷二十三，第232页）这种说法，举出在梓州时作的《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作为反例，说明杜诗中也有将“欲行未果之事”写入诗作的情况。正是这样严谨的态度，才使得施鸿保的解读更具价值。
总的来说，文学作品的空白和不确定，让诗歌存在着独具魅力的可读性。读者和注家们存在的一部分意义，就在于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解释去填补这些空白，使得不确定的内容具体化、准确化，多角度地展现诗歌内涵。施鸿保在阅读的过程中关注诗歌的字词意义与创作的基本要求，兼顾诗人生平经历、为人性格和作诗习惯，灵活选择解读的切入口；同时不拘泥于单一方面，具体的诗句仍具体分析，尊重诗人每次创作的独立性和对诗歌艺术的探索与尝试。这些方面，成为了他能够填补诗歌空白，诠释诗歌深意的主要原因。
[bookmark: _Toc355805665]三、对历代注家注疏的辨析
上述部分可见施鸿保在填补诗歌空白时，善于从字词意义、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诗人的生平经历、为人性格以及作诗习惯等多种角度去解读诗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解释皆建立在历代注家对杜诗解读的基础之上。“文学和读者的关系中既有美学的关联，也有历史的关联。……历史的关联则显然在于第一批读者的理解力能够在接受的长链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不断丰富起来，因此也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显示了它的美学地位。”[footnoteRef:6]注家的作用并不是用自己的解释限制后来读者的想法，而是尽量在他人解读诗作时提供应具备的信息，从多方面启发读者。读者们在阅读诗歌的同时也在阅读注释，以这种方式与前代注家对话。而施鸿保既是杜诗的读者，也是《杜诗详注》的读者。这种双重读者的身份使他立足于杜诗接受史去理解杜诗，更重要的是，能发现历代注家笺注过程的错误和疏漏，并对其观点有所扬弃。 [6: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读者反应批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联邦德国］汉斯·罗伯特·尧斯《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第143页.] 

施鸿保对注释的纠误涵盖较广，简单来说涉及到字词释义的辨析、诗句意思与内涵的再阐释等多方面。
纠正字词意思的例子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其中“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杜诗详注》卷四，第332页）句的“水”又作“冰”。“水”、“冰”二字当如何甄选关系到诗意的解释。仇注从生活常识出发选择“群水”，因“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同时他又引朱注“泾渭诸水，皆从陇西而下，故疑来自崆峒”的说法以证。而施鸿保认为仇注的说法不合常理，“冬时冰虽未解，然风裂日激，亦非尽待东风。”（《读杜诗说》卷四，第33页）更何况，下面有“恐触天柱折”（《杜诗详注》卷四，第332页）句，如果是水的话，“触”字不通，因此应该是“冰”。
《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的批注下，施鸿保对诗句意思提出不同看法。诗中有“绿樽须尽日，白发好禁春”（《杜诗详注》卷三，第205页）一句，仇兆鳌引用《杜臆》：“好禁春，正是无奈春何。”又引朱说：“禁，是禁当之禁。”（《杜诗详注》卷三，第206页）施鸿保觉《杜臆》的说法笼统不明，朱说中“禁当”解释有误。这两句诗应该只有解释为诗人“白发逢春，易伤迟暮，须得尽日饮酒，方可禁当春也”（《读杜诗说》卷三，第18页），才说得通。
施鸿保亦能在仇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解读诗歌的内涵，如《官池春雁二首》第二首的开头：“青春易尽急还乡，紫塞宁论尚有霜。”（《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21页）仇注中指出“《杜臆》作‘易’，旧作‘欲’”，并从生活常理切入，从雁归和结霜等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节，认为“雁归在初春，若春尽则无霜矣”。因此应该是“易”，不好说“欲”。而施鸿保却觉得“欲字不当改”（《读杜诗说》卷十二，第112页），他从诗歌含义的角度入手，“惟春欲尽，故乡尤宜急也”。同时联系下句，“下句‘宁论’，正因其时已无霜，故作反语，言无论有与无，总宜急还耳”，认为用“欲”字更能表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急切，由此才能看出诗人凝于一字的笔力。仇兆鳌之前的解释未免过于平实。
不可否认的是，杜诗诗歌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远使得注释工作繁重复杂。注家们难免百密一疏。而针对注释中疏漏之处，包括字词、典故和异文甄选等多个部分，施鸿保在批注时有意识地进一步补充说明。
仇注中存在部分字词的意思缺少解释的情况，如《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翠虚捎魍魎，丹极上鲲鹏”（《杜诗详注》卷十九，第2079页）一句中“翠虚”、“丹极”何意，诗下无注。施鸿保补充道：“丹极犹言丹霄，极即北极之极，谓皇居也。”（《读杜诗说》卷十九，第191页）并引杜甫其他诗句，如《收京三首》中“仙仗离丹极”（《杜诗详注》卷五，第511页）句，《虎牙行》中“犬戎锁甲围丹极”（《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87页）和《别蔡十四著作》“流涕洒丹极”（《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523页）句以证。而“翠虚”与“碧空”意类似，也是皇居的意思。施鸿保引用仇兆鳌在《秋野五首》诗下的注释，吴均诗有“飘飘上碧虚”（《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095页）句，其中的“碧虚”也是“皇居”之意。
施鸿保也发现某些典故的补充仍需要进一步说明。《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中“晚年务置醴，门引申白宾”（《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05页）一句有“申白宾”的说法。仇兆鳌引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设醴”。但施鸿保指出，仇注只解释“申”字，但汉书中，“本云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后云申公等，乃兼白生在内”（《读杜诗说》卷十六，第156页），应该一并引入为佳。
同时，仇注对诗歌中某些存在异文的地方直接甄别，未作阐释。施鸿保揣测他的考量方式，在批注中予以补充。如《天池》中“九秋惊雁序，万里狎渔翁”（《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05页）一句，仇注指出“渔翁”一作“樵童”，但没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甄别和说明。施鸿保从杜甫常用的几组对偶入手，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指出“公诗常以渔人对燕子，渔父对马军，渔舟对鹤发，此亦以渔翁对雁序也，作渔翁为是”（《读杜诗说》卷二十，第194页）。再如《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里有“冬菁饭之半，牛力晚来新”（《杜诗详注》卷十九，第2021页）一句，其中“晚”一作“晓”。仇注中并没有具体分析异文，直接选择“晚”。施鸿保推测仇兆鳌可能是基于下文“飞来双白鹤，暮啄泥中芹”（《读杜诗说》卷十九，第2021页）中的“暮”字，“故从作晚”（《读杜诗说》卷十九，第188页）。但他又在这一基础之上给予否定，指出“其实散病时或已晚，牛力晓新，不妨追说也”。施鸿保一方面按照仇兆鳌的解释方式推测他甄选的原因，避免仇注读者可能会存在的疑惑；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理解和生活经验提出不同的看法，为后来的读者提供参考。
就历代注家在阐释时出现的分歧，施鸿保也会逐一分析，给出自己的判断。《八阵图》一诗中“遗恨失吞吴”（《杜诗详注》卷十五，第1545页）一句如何解释，众说纷纭。施鸿保先总结仇注中呈现的说法。仇兆鳌认为是“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道跌挫耳”。此外，“此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以不能制先主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东吴失师，此刘说也。”（《读杜诗说》卷十五，第144页）施鸿保则认为仇兆鳌的说法和苏轼的类似，是可取的说法，而“杜臆及朱说，引武侯言：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谓此可知征吴非武侯意，诗盖指此，东坡之说殊非。不知东坡言吴蜀唇齿，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即是恨不能制先主东行意也，两说大旨正同。”至于其他两种说法，则并不正确。再比如仇注针对《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的结语“问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杜诗详注》卷六，第558页）一句，指出“问旧作闻，张远作凭，《杜臆》作问”，并在注释中说“《杜臆》作问君，谓旻公问而许话也，此见因许之意。”（《杜诗详注》卷六，第559页） 同时仇兆鳌又引黄生的说法：“旻善吟善弈，而喜与文士游，其好事可知，七是旻喜杜之得官，八是杜答旻以潦倒。旧作闻君，亦通。”施鸿保在这样的基础上指出：“诗次句，封书寄与，已见因许之意；惟云封书，似此诗外，尚别有书，若即此诗，则是封寄，非托许口述，与问字意亦不合；作闻字，是言闻上人话我也，下句亦不应凭空自答。从张远说，作凭为是。”（《读杜诗说》卷六，第53页）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施鸿保的思维从这一句中跳出，从第二句“封书”一词中引申出来，抓住书面和口头应允的不同，认为“问”不合适；同时根据下句对上句的应答，也不应该是“闻”，因此他取用了张远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在辨析和纠误的过程中，施鸿保作为读者，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到诗歌意义的阐释中。正如汉斯·罗伯特·尧斯在他的论文《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中提到的那样：“在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个三角形中，读者不只是被动的一端、一连串的反应，他本身还是形成历史的又一种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正是由于接受者的中介，作品才得以进入具有延续性的、不断变更的经验视野。”[footnoteRef:7]读者的阅读和解释成为了作品不断“进步”的方式，使得作品的意义不断地扩大，更为全面、清晰地呈现出来。 [7: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读者反应批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联邦德国］汉斯·罗伯特·尧斯《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第142页.] 

而在施鸿保在注释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作品意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具有论证过程缜密周全、论述方式另辟蹊径和解读态度实事求是的特点。
在说明自身观点时，施鸿保尝试从多种角度去论证。《解闷十二首其十二》首句“侧生野岸及江蒲”（《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834页）中的“蒲”一作“浦”。仇注引赵说：“自戎僰而下，以亩为蒲，今官私契约皆然，用以押韵，师氏作浦，非是。”又引朱注：“刘熙《释名》：草团屋曰蒲，又谓之菴。此诗江蒲，似用此义，言荔枝生于野岸江菴之侧耳。”施鸿保的论述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先从诗旨本身是否顺畅而言，认为“二说皆未是。以亩为蒲，可就田亩言，江岸非可言亩也；且中有及字，是言野岸及江亩，语亦不合。朱说以侧生字拆开倒用，亦于及字不合”（《读杜诗说》卷十七，第168页）。再从“他诗”入手，联系其他诗句中的一些使用习惯和方式来进行证明：“从师氏作浦，极当，他诗如：‘江浦寒鸥戏’、‘江浦向来青’、‘阻此江浦深’，又如苏大侍御访江浦题，屡用江浦，可证。” 最后从杜甫写诗押韵的一些习惯入手，指出“公七绝诗，首句多不用韵，即此十二首，亦五首不用韵”，借此来反驳赵说中“用以押韵”的观点。论述过程层层推进，缜密细致。
有时施鸿保有意识地另辟蹊径，灵活采取和前代注家不一样的论述方式。如《法镜寺》中有一句：“婵娟碧藓净,萧摵寒箨聚。”（《杜诗详注》卷八，第823页）仇注指出：“《正异》、《英华》皆作藓，一作鲜。”引《楚辞》的“女嬃之蝉娟兮”（《杜诗详注》卷八，第824页），沈约的“婵娟入绮窗”来说明。同时引用朱注：“碧鲜，断是苔藓之藓。公《哀苏源明》诗云‘垢衣生碧藓’。旧本讹作鲜，注家遂引《吴都赋》‘檀奕婢娟，玉润碧鲜’，以为四字皆言竹，恐无此句法。”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引王勃《圣泉宴诗序》的“紫苔苍藓”与李白的诗句“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绿藓。”由此我们可见仇注的论述方式：用诗家来证诗家。他先从创作传统角度，于前人诗作中寻先例，又在杜甫诗歌作品中寻找诗人自身的创作习惯。这之后再从相近时期其他诗人的诗作中寻找类似用法，来说明这可能是当时的惯用用法。基于这样的考量，仇注选择了“藓”而非“鲜”。而施鸿保则从另一角度入手：“婵娟字义，只可言竹，不可言蘚，似仍作鲜为是；碧鲜是竹枝，寒箨是竹枝节间之苞，久而陨聚竹根，义原不复；且作鲜，与净字尤合，又惟箨陨，则竹愈鲜，与下句亦合也。”（《读杜诗说》卷八，第76页）可见他的考虑方式是就诗论诗：先由前面“婵娟”所代指的月亮入手，认为诗中用“碧鲜”来代竹枝更为适合，再结合他自身的生活经历，通过对竹枝和“寒箨”两个事物本身特性的分析，认为与诗意更合。双重读者的身份使施鸿保在考虑问题时能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审视诗歌内容。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解读因此可能更为妥帖。
在辨析和纠误的过程中，施鸿保又讲求注释应脚踏实地。张慧剑在序言中提到，“著者是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治杜的，他要求适如其分地注释杜诗，不赞成穿凿。”（《关于<读杜诗说>》，第1页）在批注中，施鸿保特别批评了注家穿凿附会的缺点。《阁夜》中有“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杜诗详注》卷十八，第1888页）一句，仇注引杜修可的说法：“人徒见陵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也，《祢衡传》：容态有异，声节悲壮。《汉武故事》：星辰摇动。东方朔谓民劳之应。”施鸿保觉得下句或确用典，但上句“悲壮”只不过是常语，并不一定要因为下句用典而非给上句也找一个典故，“说公诗者，每有此弊”（《读杜诗说》卷十八，第175页）。又如《白帝楼》有“腊破思端绮，春归待一金”（《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2227页）一句，仇兆鳌觉得“腊尽春回，正可出峡”，被施鸿保指责“出峡一层，似注添出”（《读杜诗说》卷二十一，第205页）。再如《赠卫八处士》中，仇兆鳌引黄鹤的说法，考证卫八处士其人：“唐有隐逸卫大经，居蒲州。卫八亦称处士，或其族子。”（《杜诗详注》卷六，第621页）施鸿保觉得卫八处士是不是卫大经尚未可知，但如果因为卫大经隐逸，就说他的族人隐逸，甚至也称之为处士，“未免附会”（《读杜诗说》卷六，第59页），“鹤说恐不足据”。《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下，施鸿保也指责仇兆鳌的解读添出、牵合过多。在施鸿保看来，这首诗自“回首叫虞舜”（《杜诗详注》卷二，第131页）句以下才开始有诗人的寓意，前十六句都还是在单纯写景。而仇兆鳌引用胡夏客的说法：“秦山忽破碎，喻人君失道也；泾渭不可求，喻清浊不分也。焉能辨皇州，伤天下无纪纲文章，而上都亦然也”（《杜诗详注》卷二，第132页），又引用《钱笺》中“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析崩之惧，正起兴也。焉能辨皇州，恐长安不可知，所以回首而叫虞舜”（《杜诗详注》卷二，第133页）来说明整首诗都在比喻，有过度解读的趋势，显得“琐屑牵合，不独气多扞格，于‘七星在北户’等句，又无附会，仍就塔上说，亦夹杂甚矣。”（《读杜诗说》卷二，第10页）
但受限于个人生活经验，施鸿保在求实解读的时候难免矫枉过正。比如《丽春》中有一句“纷纷桃李姿，处处总能移”（《杜诗详注》卷十，第1063页），仇注指出“姿旧作枝”，施鸿保认为：“枝可云移，姿不可云移，从旧作枝为是。”（《读杜诗说》卷十，第96页）但我个人认为，这首诗中“桃李姿”并非不能“移”，完全可以理解为桃李依附在枝条上，和枝条一起移动。用“姿”比“枝”含义更深，既写出枝条的移动，又与“纷纷”共写出桃李的情态，含义有所叠加，诗意更加曲折深远。再比如《九日》一诗中，仇兆鳌称“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杜诗详注》卷十二，第1250页）一句，是“酒阑后，忽忆骊山往事，盖叹明皇荒游无度，以致世乱路难也。末作推原祸本，方有关系，若徒说追思盛事，诗意反浅矣。”而施鸿保却认为不管是仇注认为更合诗意的“推原祸本”，或者显得诗意变浅的“追思盛世”，都不妥当，批评仇注解释杜甫诗作时“必求有关系，则穿凿附会之弊滋矣”（《读杜诗说》卷十二，第116页）。针对这样的观点，张慧剑略带遗憾地批评：“这不能说不是著者反穿凿中带来的偏差。”（《关于<读杜诗说>》，第3页）
当然，施鸿保的这种解读也无可厚非。在作品流传的过程中，“对于历史上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理解、接受、判断、评价，不同时代的读者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形成了一条历时性的接受画廊。”[footnoteRef:8]不同注家对于诗歌的阐释，相当于高悬在画廊上的杰作。而施鸿保如同来到这个画廊参观、临摹大家作品的后辈，对这些作品反复观察，因此发现前辈的疏漏。他尝试着从字词、典故、诗句意义和异文甄选等多个方面补充说明，其论证过程缜密、灵活，同时又实事求是，堪称杜诗接受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为后人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鉴。 [8:  龙协涛.读者反应理论[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月，第92页.] 

[bookmark: _Toc355805666]四、施鸿保的个性解读风格
填补诗歌的方式不同，审视历代注家注释的程度有别，造成了不同读者对同一首诗歌理解的差异。这“不是因为对文章的读法不同，而是读者对它的写法（创造）不同。”[footnoteRef:9]。读者有时甚至能读出连诗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深远意味。而诗歌耐人寻味的魅力恰恰就体现在它能被多角度、多层次地品析。可以说，每一个读者的个性解释本身就是诗歌丰富内涵的一个部分，增添了诗歌的艺术价值。 [9:  龙协涛.读者反应理论[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1月，第67页.] 

施鸿保对于不少诗意的解释都和《杜诗详注》有较大出入。单举《覃山人隐居》来说，诗中有“予见乱离不得已，子知出处必须经”（《杜诗详注》卷二十，第2140页）一句，仇兆鳌觉得应该理解为“因叹乱离以来，予不得已而奔走，今出处之途，子必经历而始知耳。”施鸿保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清晰。按照诗意，上句说山人隐居是因为世道“乱离”，“不得已”而为之，下句是说山人世故经历少，因此难寻出处。而诗歌真正的意思，应该在于诗人觉得山人现在出世之后，看到“高车驷马之常倾覆” （《读杜诗说》卷二十，第196页）的世事无常，只怕他会后悔轻易出山，“徒向秋天怅望矣”。
在辨析释义、提出不同解读时，施鸿保倾向于联系上下文，将诗句放置在整个诗歌脉络中去阐释。如《春日江村五首》的第四首中有“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459页）。仇注释“问我数能来”为“问而数来，不特馈物，又致殷勤也”（《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460页）意，施鸿保却觉得这是承接上面“归休步紫苔”（《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459页）句，意思应该是指邻居听说杜甫来，因此送鱼鳖，并问诗人之后可能常来与否。又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第二首中“自顾转无趣”（《杜诗详注》卷四，第409页）四句，照仇注的说法，是“无趣，遭乱失意也。”施鸿保却觉得“无趣，即自嫌形秽之意。若遭乱失意，岂但云无趣哉！”（《读杜诗说》卷四，第40页）应该也是承接上句取用“供老宿”（《杜诗详注》卷四，第409页）的巾履，有“自顾殊觉不称”（《读杜诗说》卷四，第40页）的意思。《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中“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杜诗详注》卷十五，第1530页）二句，诗中并没有明说“觉汝贤”之意。《杜臆》猜测是“感判官之厚”（《杜诗详注》卷十五，第1531页）。施鸿保则觉得这句话是承接上面“晨钟云外湿，胜地石堂烟”（《杜诗详注》卷十五，第1530页）二句，认为王判官居处偏僻的“胜地”，如今因为下雨不得上岸，只能“于柔橹轻鸥之外，想慕其贤，而悽然自叹漂流无定，不能相及也。”（《读杜诗说》卷十五，第142页）照着《杜臆》的说法，“既未上岸相别，何以感判官之厚？”
可见施鸿保善于把诗句还原到整个诗歌的行文结构中梳理诗意。这是他个人读诗的习惯之一，即不拘泥于眼前这一句，而是纵览全诗寻找解读的切入口与线索。诺曼·N·霍兰在他的论文《整体 本体 文本 自我》中提出“我们所有的人在阅读的时候都利用文学作品来象征我们自己，并最终复制我们自己。我们努力从文本中找出富于我们自身特点的欲望与适应的结构。我们与作品之间互相影响，将作品变为我们自身心理过程的一部分，同时，在解释过程中将我们自己变为文学作品的一部分。”[footnoteRef:10]也就是说，批评家们在解释文学作品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独特的反应模式重新去创造主题，将个人的个性和作者的个性融合在一起。因此每一个人的阅读都带有自己的个性。读者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解释作品来和作者对话，并在两个人的个性之上生发出带有个人风格的对作品的理解。 [10: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读者反应批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美］诺曼·N·霍兰《整体 本体 文本 自我》，第206页.] 

有大局观，并善从整体着眼去阐释诗歌意思，还只是施鸿保解读风格的一个方面。更多的时候，施鸿保体现出追求实事求是，反对联想过多、过度解读的审美趣味。《白盐山》一首中有“白牓千家邑，清秋万估船”（《杜诗详注》卷十五，第1634页）一句，施鸿保直说邑是奉节县，而江就是峡江，这两句写是诗人自山上望去所见之景，批评仇注“谓绕山而上，千家成邑，似邑在山上者；又谓积水之中，万估船来，并似山上积水，可行舟者。殊非。”（《读杜诗说》卷十五，第151页）这种求实的倾向，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更为明显。诗中有“高标跨苍穹”（《杜诗详注》卷二，第130页）一句，仇注没有提及“跨”字，施鸿保阅读时觉得这个字值得深究。他先翻阅字书，发现“跨”字是“越”的意思，例如“左传昭十三年：康王跨之，注：过其上也。”（《读杜诗说》卷二，第10页）但如果按照这个意思来解释，塔再高，又怎么能说是跨过天空？因此施鸿保认为是倒字句，应当是说“苍穹”跨过“高标”，这句是诗人在塔下仰望的时候，觉得塔很高，离天很近，好比天越过高塔，并评价道：“惟正言之，则句不奇伟，与通首不类，故倒其字，使人读开首一句，即意夺神骇，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话虽如此，施鸿保的解释并不喜夸大，更讲求实实在在。毕竟天空本就是在任何物体之上越过去的，如果把这句作为倒字句来解读，反而不如说高塔似乎越过了天上的云层来得“奇伟”。
但这不代表施鸿保在解读时一味求实。对部分包含诗人更深诗意的字词，施鸿保亦努力探索字面意思之外的深层含义，将其自身的解读添在批注中。如《村雨》“揽带看朱绂，开箱睹黑裘”（《杜诗详注》卷十四，第1420页）句，仇注认为“睹黑裘”有“失意未归”的意味，是用了苏秦的典故。而施鸿保指出“苏秦事，是上书不第，与此诗殊不类，不应杂用。”（《读杜诗说》卷十四，第132页）同时看“睹”字，似乎有惊喜的意味在其中，应该是说这之前没有，现在打开箱子看到，和上句中看朱绂都是“幸入幕之词”。更典型的，如《后出塞五首》第二首有“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杜诗详注》卷四，第351页）一句，仇兆鳌引《杜臆》，认为“《毛诗》萧萧，原非马鸣声，此加一风字，更为爽豁。”（《杜诗详注》卷四，第352页）而施鸿保在阅读的过程中，品“萧萧”一词指马鸣也指风声，少一不可。如果去掉“风”字，“犹毛诗萧萧马鸣”（《读杜诗说》卷四，第34页）；去掉“马鸣”，“则犹荆卿歌风萧萧”。因此要都放上去，才会使人有“身在落日大旗间”的感觉。这些关键字词对把握整个诗句乃至整首诗歌的意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施鸿保在解读时有意识地深究其内涵，针对《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结语“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03页）一句，仇兆鳌引用卢世㴶的说法：“（这二句）法言忠吿，令人肃然。夫奉送府主，谁敢作此语，亦谁肯作此语，子美真古人也。”（《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04页）施鸿保赞同这个评价，同时强调了句中“若”和“莫”的用意：“若字是或然或不然之意，则不尽作颂扬语也，莫字兼劝勉两意，更若正色而道者。”（《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2页）在仇注的基础之上把诗意解释地更为细腻多层。
此外，施鸿保能联系之前的阅读经验和积累，善于在不同诗句的互相关照、比对中进一步解释诗意。如《上白帝城二首》“不是烦形胜，深愁畏损神”（《杜诗详注》卷十五，第1540页）一句该如何解，施鸿保和仇兆鳌有不同的看法。仇兆鳌认为是诗人并非厌烦这美景，“特以愁来之故，怕损神而却步耳。”而施鸿保认为这两句和“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杜诗详注》卷十八，第1973页）、“绿樽须尽日，白发好禁春”（《杜诗详注》卷三，第205页）类似，是说诗人“衰迈风尘之际，若不烦劳山川形胜，以娱心目，则深愁莫解，怕自损神也。”（《读杜诗说》卷十五，第143页）其中，“烦”是劳烦的意思，并非像仇兆鳌所认为的“厌烦之烦”。又如《玩月呈汉中王》有“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37页）一句，施鸿保认为这是说“月无私照，人异悲欢，下句自字，正醒上句之意”（《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4页），就好比“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与“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吹北宫愁”等诗句。这几句诗歌的比对阅读之中，诗意渐深渐远。再如《春归》中有一句“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杜诗详注》卷十三，第1343页）句，仇注引用《萤雪丛说》中“东坡极爱‘轻燕受风斜’句，以为燕迎风低飞，却非‘受’字不能形容”（《杜诗详注》卷十三，第1344页），点出“受”字的巧妙；引用黄生的说法：“轻燕句，宋人所称极。上句之工秀，人未见赏。鸥去人远，故久浮不动也”补充上句工秀之妙。施鸿保就此诗联想到此前《水槛遣兴二首》一诗中“细雨鱼儿出”（《杜诗详注》卷十，第983页）。他认为这一句的妙处也为人忽略，这句诗“正复工秀，尤妙出字，极研炼，亦极自然；犹‘池塘生春草’生字，后人不能别易一字也。”（《读杜诗说》卷十三，第126页）哪怕是平实的文字，施鸿保也能从其中品出奥妙之处。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的解读风格包括善于整体分析、追求实事求是和关注对比阅读等三个部分；同时，他的个性化解读还更典型地体现在对诗歌情感的体味中。在批注中，施鸿保对诗人困窘、不遇之悲和人情世故有较多阐发，可见其独特体会。
诗人在生活窘迫之时写诗聊以自慰，其中不少诗作引起了施鸿保的共鸣。《水宿遣兴奉呈群公》一首诗的批注中，施鸿保认为“公诗言穷愁者，莫过于此，及赠射洪李四丈一首，读之使人气哽鼻塞；若翠柏明霞，残杯冷炙等句，犹寻常穷愁语耳，然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读杜诗说》卷二十一，第214页）《览镜呈柏中丞》一诗的“镜中衰谢色，万一故人怜”（《杜诗详注》卷十八，第1906页）句似有乞怜意。仇注引《杜臆》：“公与中丞素厚，故末二自陈苦衷，非乞怜语。”施鸿保觉得这是为杜甫开脱，这首诗的前后几首都是为中丞写的，并不提及是旧交与否，《杜臆》说关系一直很好似乎不妥。同时，“人当贫困无依之时，得一人暖眼相待，而其人又非小人，何妨求其拯济，不必遂因此失品也。”（《读杜诗说》卷十八，第178页）并拿孔子厄于陈蔡，派子贡至楚地求援之事作为例子：既然孔子不因“求拯济”而“失为孔子”，即使杜甫有乞怜之意，亦不需要后读杜诗者为其开脱。更何况，前面有《峡口》一诗自注“主人柏中丞，频分月俸”（《杜诗详注》卷十八，第1880页），后面有《园官送菜》一诗用以感谢中丞，可知诗人不掩饰自己受中丞救助一事，也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谢意。因此施鸿保觉得，《杜臆》是为了回护杜甫，才说是对深交好友“自陈苦情”，实际反显得杜甫“作欺人语”。
穷愁困窘之外还有壮志难酬的不遇之悲。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一诗中，仇兆鳌引朱熹的说法：“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至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杜诗详注》卷八，第845页）他认为杜甫诗末只感叹自己老去，显得眼界过于狭隘，但施鸿保觉得朱熹的说法“以君子居易行法言”。而像杜甫这样才学的人，“许身稷契，欲置君于唐虞，而使之终老不遇，既卑且贫，至于饥寒流落，白首无依，如此七章所述，则感慨亦自不免”（《读杜诗说》卷八，第78页）。同时施鸿保举出了子路的例子，作为圣人门下的得意门生，子路也有困窘之时的感慨之声。朱熹没有经历过此等遭遇，也很难理解末路之悲。再如《天育骠图歌》的批注中，施鸿保将“如今岂无騕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杜诗详注》卷四，第314页）一句和韩愈“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读杜诗说》卷四，第32页）相比，认为杜甫“死即休”显得“语更沉痛”。
据施鸿保自叙生平，他青年时“以秀才肄业杭州各书院”（《关于<读杜诗说>》，第4页），后来因为“连应乡试十四次都没有中”，就放弃科举，在江西、福建各地游走，“以在福建的时间为最长。自始入闽至客死福州，首尾凡二十七年。”他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一直是给地方官当幕友”，但未得到伤势，“死时还是一个贫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施鸿保本人生活条件的恶劣和仕途上的不顺和杜甫是极为类似的。因此他读到此类抒发个人愁苦的诗作时，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也难怪对《客亭》中“多少残生事，漂零任转蓬”（《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28页）一句，仇兆鳌认为“残生事”指“昌黎所谓奔走于衣食也”（《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29页），但施鸿保认为“诗意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老病余生，尚有许多欲为之事，有志不逮，只付之无可如何，故云：‘漂零任转蓬’，犹云任老死他乡而已。”（《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4页）不遇之无可奈何、客死他乡之流离失所才是诗歌真正使读者“读之令人泣下”的深意，并非按仇兆鳌所说仅为温饱奔走。
正是因为施鸿保遭遇过与诗人类似的羁旅苦行与奔走无门，阅读时又能够结合自己的人生体会与诗人的情感，才会对这类诗歌感慨颇深。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在杜甫的诗歌中，使得施鸿保生发出具有个人特征的解读。这些解读正是读者的风格和作者的风格有效结合的珍贵产物。
此外，施鸿保对杜甫诗中描写的人情往来似乎也有一番体会。《移居公安山馆》诗下，施鸿保纵观杜诗，发现杜甫在夔州定居瀼西草堂后，有稻田、甘林、果园等，生活上还算不错。但之后弟弟杜观忽然寄书邀请，因此拖家带口而去。在夔州的果园送了人，稻田、甘林要么售出，要么留人看守。但杜甫离开夔州后并不顺利，《水宿遣兴奉呈群公》中“自伤甘贱役”（《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2296页）等句，“大有朝夕不给，奔走求人苦况，又云‘我行何到此’，并有自悔来此之意”（《读杜诗说》卷二十二，第217页），可见生活条件之差。而此时弟弟杜位在卫伯玉幕中任行军司马，杜观的生活也不差，都不像不能救助杜甫一二的。杜观又是杜甫最小的弟弟，杜甫在诗中经常提及，似乎相较丰、颖、占三人而言关系更好。更何况杜甫就是因为他的书信才来，怎么能“漠然不顾”？施鸿保推测可能是“所娶之妻不贤故也”，毕竟之前是他写了书信相邀。但施鸿保也不否认：“公前多忆观诗，自此以后，遂无一诗相及，当知其薄于待兄，而心亦冷耳。”对此，“世俗浇薄，此等人甚多，亦可叹已”。更有《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诗下，施鸿保深入探讨诗歌之外的人情世故。他赞同仇注“上半叙送别，已觉声嘶喉哽。下半说到别后情事，彼此悬绝，真欲放声大哭”（《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08页）的说法，认为“此诗言情，此说已尽”（《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2页）。在这基础之上，又有所发挥：杜甫此时穷苦、孤老，又漂泊已久，客居成都。幸好严武在此地任职，平日能受其资助一二，日间“竹里行厨，花间立马，亦增几许声价”，偶尔能得到王录事、杜明府的资助和招宴，日常生活也算是相对可以。但此时严武离开，“感怀已往，顾念将来，诚有莫能为情者”。前面有《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103页）句，似乎想要随严武一同去长安，此诗有“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念及自己将在他乡孤独终老，了却余生。而像严武这样的人，不能期盼他能回来，却再找不到像他这样的人，“真是伤心酸鼻之语”。
而另一方面，“严武为人，史多不满，言其在蜀贪横暴虐”，但后来读杜甫诗歌的人，因推重杜甫而对严武爱屋及乌。因此唐朝在蜀地任职的人较多，且不论“庸懦贪污之辈”（《读杜诗说》卷十一，第103页），像韦皋、杜鸿渐等有政绩的官员，名声也不如严武，都是因为杜诗的缘故。对此施鸿保感慨道：“公之倚赖武者在一时，而武之倚赖公者在万世矣。呜呼，此在当时，谁知之哉！亦谁信之哉！”借着杜甫诗作流芳百世的还有许十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中“应手看捶钩”（《杜诗详注》卷三，第305页）等句可见诗人亦推重许诗，但这位许姓诗人“竟无一篇传后”（《读杜诗说》卷三，第29页）。施鸿保不由得感慨：“诗虽不传，名犹不没，幸不幸何殊若此。”此番对声名的讨论可以说是施鸿保将自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投射在了诗歌解读里。
在整个辨析和纠误的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他解读诗歌的习惯，比如善于整体分析、追求实事求是、关注对比阅读等；也可见他解读抒发困窘、不遇之悲的诗歌时能结合自身遭遇，因此颇多感慨；更有对诗歌中反应的人情世故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可以说，“一切解释都表达了解释者的本体主题”[footnoteRef:11]，对于文学作品的解释本身也在向解释的阅读者说明解释者的人生。作为读者的施鸿保在阅读时将自身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投射在解释诗歌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人格个性和人生经历与作品结合起来，更是和杜甫与历代注家的个性与经历结合起来，共同去填充诗歌的空白。这使得《读杜诗说》成为杜诗接受史上独具个性的一环，使我们窥见读者施鸿保在阅读杜诗和仇注过程中体现出的个人风格和价值。 [11: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读者反应批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美］诺曼·N·霍兰《整体 本体 文本 自我》，第206页.] 


总的来说，施鸿保作为一个杜诗和仇注的读者，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更广更深的诗意。而他如何自觉地阅读杜诗和《杜诗详注》，如何分析和论述，成为我在翻阅《读杜诗说》时最关注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施鸿保作为一个读者，可以说是非常积极、自觉地参与到杜甫诗歌的阅读乃至再建构中去。读者的自觉使杜诗的多元化解读成为了可能。后来的读者又能自觉地理解前人的解释，并成为这一历时的接受长链中的一份子。而恰恰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形成的长链奠定了作品和诗人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对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几个世纪的评判’比仅仅是‘另一种读者、批评家、观众甚至教授累积起来的评判’，即逐渐阐发一种作品所固有的并在其被接受的历史阶段中现实化了的意义潜力更为重要。”[footnoteRef:12]诗歌在不断被解读、被建构的过程中生发出簇新的内涵和外延。这些内涵和外延扩充了诗歌短短几十个字本身的意思，成为新的意境、情感和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读者成为了优秀的诗歌作品不断被关注、被解读，从而能够流传下来乃至成为经典的原因。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恰恰是由历代无数推崇杜甫、喜欢杜诗的读者们共同实现的。施鸿保和他的《读杜诗说》，就是这“几个世纪的评判”中，独具个性的一个部分。
 [12: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读者反应批评[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联邦德国］汉斯·罗伯特·尧斯《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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